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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 13～ 14日，由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 “形象史学与明清宫廷

史” 学术研讨会在故宫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

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台湾 “中国” 文化大学、澳门理工大学、韩

国檀国大学等高校，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山东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故宫

学刊编辑部赵中男主持开幕式，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致开幕词，北京大学明清宫廷研究中心主任徐凯、中

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赵毅、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40余篇，5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 “形象史学与明清宫廷史” 这一主题，运用形象

史学的相关概念、理论、方法及成果，将书画、建筑、器物、文献等作为研究对象，在历史演进、社会变迁

的大背景下阐述其与明清宫廷制度、人物、事件、文化的关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人物形象与明清宫廷

学者们首先论述了明清时期多种载体对君臣形象的塑造以及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谢

贵安《论皇帝形象的历史塑造—以〈明实录〉对明代皇帝形象书写为例》认为《明实录》对皇帝形象进行

了正负两面的塑造：正面形象包括天命所归的神仙、道德高尚的楷模、禀赋过人且好学的模范、勤政治国的

典范、宽容刚毅的性格、雄杰奇伟的相貌，负面形象则重点突出贪玩、昏庸、荒淫等特质。应当指出，负面

形象的塑造只是主旋律中的变音和杂声，并未改变官方对于皇权大力讴歌的实质，正面形象的塑造才是《明

实录》的主要使命，当时流行的英雄史观使人们视皇帝为非凡之人，对皇帝寄予厚望，史臣将皇帝塑造成历

史的主宰。但过度的拔高或贬损使得形象失真，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

北京行政学院高寿仙《圣化与魔化—图像与文字中的朱元璋形象》指出应该从象征意义上理解朱元璋

的两类画像，美丑皆非真实容貌，它们分别是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产物，满足了人们对于圣主形象的建构和暴

君角色的想象。在文字形象的塑造方面，朱元璋的形象更加丰富。《国初事迹》《明太祖实录》和《江南野史》

提供了三个不同的形象。《国初事迹》既写了朱元璋军纪严明、爱惜民力，又不避讳他以酷刑杀人，在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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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霸的时期，这仍然是一个英雄形象。《明太祖实录》作为典型的官方史书，极力褒扬朱元璋，甚至为突出

其睿智形象，将大臣的发言强加在皇帝身上。晚明成书的《江南野史》重点突出了朱元璋杀人的事迹，刑法

非常残酷，还配上很多故事，将其塑造成一个暴君。究其原因，《国初事迹》的作者刘辰是朱元璋同时代的人，

塑造的形象有血有肉，带有时代特征；官方史书《明太祖实录》是以儒家理想为参照将朱元璋神圣化；《江

南野史》在承认朱元璋获得天命眷顾的同时，又通过大量负面故事将他妖魔化，塑造了一个心胸狭隘、嗜血

成性的暴君形象。 

澳门理工大学王熹《真实与虚构：朱元璋的家世与官方私人著述的神化及迷信》以明代君臣对朱元璋家

族世系的塑造入手，参考有关朱元璋家世的三通碑文，认为朱元璋有意神化本人，圣化其家族，先立的《朱

氏世德碑》只歌颂先祖，但后立的《皇陵碑》《御制皇陵碑》则开始掺入朱元璋的个人经历，不仅谈世德，

而且开始讲神佑。碑文内容强调金陵句容朱家巷通德乡是其故乡，也为后来《天潢玉牒》及官修《明太祖实

录》提供了皇帝故乡的素材。解缙编写《天潢玉牒》，也参与了《明太祖实录》的二次修纂，秉承皇帝意志

不断地神化朱元璋和他的家族，而朱元璋在世时通过君臣对话也在有意地透露自己与神佛道的奇特缘分，为

后来的史书修纂、碑文刊刻埋下了很多伏笔，群臣揣摩种种暗示，写下符合皇帝意愿的内容。需要特别指出，

尽管碑文有诸多不合逻辑之处，但在研究朱元璋早期活动及家世方面仍有重要的史学意义。

南开大学博物馆刘毅指出，形象或者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可以从中国古代左图右史的传统上理解，图画、

地图都应纳入其中，而古人对于具体图像的使用如在历代帝王画像中将好帝王与坏帝王分开，其实也蕴含着

一种褒贬好恶的理念。从明太祖两幅画像上来看，如果把美的那幅与明成祖画像对比一下，发现相似度很高，

儿子与父亲相貌相似很正常，虽然也不排除儿子就是长得像母亲。丑的那幅，史料并未记载当时官方禁止它

流传，民间刻书也按照丑的来刻，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官方认可了这种形象，形象史学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官方

认可了丑的画像。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慧明《明武宗自封官号与史书形象》指出明武宗生前力图为自己建构一个

勇武的皇帝形象，但其自封官号使得尊卑颠倒，违反了传统政治习惯，士大夫希望皇帝的举动能够符合儒家

政治理念，更需要一个清心寡欲的皇帝。明武宗死后，其辛苦构建的勇武形象很快被士大夫与明世宗一同建

构的荒淫形象所覆盖。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吴美凤《清太祖努尔哈齐画像略考》通过对比传世的相貌略丑的努尔哈赤画像和故宫

藏皇太极画像，指出二者在服饰、坐具、画风上完全相同，应出自同一门派，多半是民间画家参考了当时年

画的画法，具体绘画时间限定在努尔哈赤建国后至皇太极病逝前。现存《满洲实录》中的太祖及群臣形象是

在乾隆帝授意之后重新绘制而成，其容貌可能参考了古代英雄关羽和著名帝王唐太宗的画像，而服饰则以《大

清会典》所载图样为蓝本。

故宫出版社宋文《〈荷亭晚钓图〉与〈庭院游戏图〉人物身份小考》将着眼点落在清代宫廷对于皇室子

女的绘画上，通过梳理清宫《陈设档》《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内容，并分析两幅图中的人物造型、所带配饰、

所处场景，对比圆明园图画提供的场景，指出图中的男女孩童并不是通常认为的咸丰皇帝的一对儿女，而是

道光皇帝的长子长女，即隐志郡王奕纬和端悯固伦公主。特别指出《荷亭晚钓图》和《庭院游戏图》是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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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存的单幅反映皇室子女生活场景的绘画，对研究清代皇子公主的服饰等信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随着

画中人物身份的确定，该幅画作的历史价值也将得到提升，在欣赏其艺术性的同时还可以提供更为精准的历

史信息，有利于这两幅文物的展览和出版利用。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范金民、张彭欣合作的《坐探·裁缝·买办—苏州织造李煦的角色》展现了清康熙

朝李煦因服务皇家、管理地方而呈现出的多重角色，其中为宫廷采办各类物品及进献演员等私人行为后来在

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尽管李煦官运亨通，收入丰裕，但多次为皇室垫资采办与四次接驾造成了巨

大的亏空，最终结局惨淡。李煦以后，织造权限受到皇帝的刻意限制，其社会角色明显淡化，地位迅速下降。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建武《明代内官形象探究》以 “内官” 的称谓来代指人们常用的 “宦官” “太监”，使

论述更加严谨。以塑像、图画、文字中描绘的内官容貌、服饰等内容来重构明代内官的形象，并通过内官服

饰的变化如明中后期蟒衣的逐渐流行，审视从明初至明末服饰规定的变化以及社会风气的变迁。选择用图像

诠释人物是基于图像可以提供直接、生动的印象，而文字描写给研究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二 书画器物与明清宫廷文化

故宫收藏的明清书籍画作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形象史学的相关理论、方法的引入有助于挖掘书画

背后的宫廷文化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扬之水《“妆得肩头一担春” —关于宫制〈货郎图〉的思考》认为形象史学的含义之

一就是把形象和史学结合起来，共同反映这个时代的历史。如何对画中的图像进行解释，研究者在语言词汇

方面的选择尤为重要，词汇的选择检验了研究者对形象，也包括对历史的认知程度，应该 “用当时的话解释

当时的画”，反之亦然，当时的图画也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风俗画为我们了解历史动态、社会生活提供了方便，

宫制与民间《货郎图》反映的内容有所不同，宫制《货郎图》将货郎担子极度美化，担中百货也异常丰富，

因此图画并不能如实展现当时民间的实际生活，只是宫廷权贵与画师对于民间生活的一种想象。

浙江大学美术学院赵晶《周全及其〈狮子图〉研究—兼谈明代成、弘时期的狮子贸易》运用艺术、文

献、生物知识，推测明代宫廷画师周全并未亲自见到幼狮，所画图像是仿照成年雄狮所作。他指出撒马尔罕

在维持与明朝的狮子贸易时要考量以下因素：第一，保证狮子是活的；第二，狮子要经过驯化；第三，狮子

的外观要威武；第四，只进贡雄狮。前三点用以满足明朝对瑞兽的需求，而不贡雌狮是为了保证狮子贸易的

可持续性，因为一旦雌狮在中国与雄狮交配繁育后代，则明廷对于撒马尔罕进贡的狮子便不再觉得稀奇，狮

子贸易也会随之中断。

天津美术学院邢莉莉《明代佛传故事画中涅槃图像考察》指出佛祖涅槃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佛母形象在图

画中日渐增多，尽管宋代以后已有这样的趋势，但大量佛母图像的出现是在明代，这与佛教和世俗的儒家思

想进一步融合有关。佛教美术史研究长期集中于石窟研究，但时间多为唐代以前，没有相应的文献记载，而

明代佛教美术史由于有对应的文献，可以解释一些早期佛教史无法揭示的问题，如身份、等级以及宗教与世

俗世界的关系。具有皇家背景的《释氏源流》刊本屡经刊刻流布，加速了明清时期佛传故事画的传播，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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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寺院皆以此书作为粉本。青海乐都瞿昙寺尽管是藏传佛教寺院，但其涅槃图像参考了汉地的粉本，完全不

像藏地佛教的风格。在实际绘制过程中，尽管工匠们大多遵循粉本，但并非完全照搬照抄，会有一些内容上

的变异，如保留情节设置而变异部分形象，在变异的过程中，中国的寺院绘画得以向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中玉《从〈承华事略〉到〈养正图解〉—试论元明宫廷教育中形象教材

的使用》以印刷术的大发展、宫廷内外政治势力的变动为论述背景，探讨形象教材对于宫廷政治的作用。宋

元以来文人对于绘画非常重视并亲自参与图像绘制、确定风格，直接影响了艺术史的走向，文人画的形成与

文人在此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密切相关。元代的王恽和明代的焦竑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可以编写出

高质量的带有人物形象的绘图教材。两部书都产生于东宫预政时期，尽管当时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但是王

恽和焦竑都想通过进献带有儒家政治取向的教材来影响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完成儒家的治世理想。

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略论明中叶以降对舆图的重视》以嘉靖、万历时期编纂的多幅地图为切入点，

论述了朝野对于地图的态度及背后的动因。大学士桂萼制作了多幅配有图画的地图呈送给嘉靖皇帝，为的是

引起皇帝对地图的重视，进而引导皇帝重视地图背后的东西，皇帝一旦喜欢了解天下大事，大臣就可以此为

契机行政施政。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明朝对东南、西南、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举措如俺答

封贡，这就需要政府官员对各个地方非常了解才能具体执行，所以对于地图的需求非常强烈。之前的研究多

集中在以《九边图》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图，强调一种被动性，而从蒙古山水图、嘉靖西域图、万历西域略

图等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进取的走向，官方和民间面对纷扰的外部世界所引发的变革，有着积极的应对，简

而言之，此时的官方与民间掀起了制图狂潮，为久居深宫的皇帝、朝堂上的官员提供了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

故宫博物院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乾隆时期崇庆皇太后《万寿图》展开了探讨。研究室张晓玮《崇庆皇太后

六旬〈万寿图〉所见之西洋景象探微》指出画中的西洋人物从发型、服饰、托举的旗帜、进献的礼物得以体

现其西洋特质，西洋建筑则通过教堂、拱门、罗马柱、钟表、水法这些元素予以展现，一些建筑还呈现出明

显的中西合璧特色。乾隆帝通过将西洋人置于图中，展现了包罗万象、万国来朝的优胜心理，而教堂被绘入《万

寿图》则是当时中西方交流政策相对宽松的一个体现。西洋元素的出现一方面表达了乾隆皇帝对于西方绘画、

西式建筑有喜好之意，另一方面，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凸显的仍然是天朝上国心态和尊孔崇儒的态度。洋风

入画，一是纪实性地描绘和记录了当时的风尚，二是为乾隆二十六年创作《皇清职贡图》积累了素材，并奠

定了绘画技能的基础，三是为后人研究乾隆时期中西交流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图像材料和历史信息。

研究室刘潞、刘彧娴《崇庆皇太后〈万寿图〉的绘制》从庆典仪式的路线入手，利用数字技术还原崇庆

皇太后六旬庆典礼仪人员实际的环形行进路线，比照乾隆时期京城全图所列沿途景观，指出宫廷画师通过对

关键转角处建筑和人群位置的调整，让行进队伍不出现直角转弯，从而使整个庆典尽收于百余米的长卷之中，

最大程度保持了纪实性，这是乾隆时期纪实性绘画的一大特色。该图在绘画内容上，吸取了康熙万寿盛典图，

模仿其卤簿仪仗，又添入了乾隆十六年皇太后六旬万寿盛典之后的一些景观，使庆典表现得更加华丽。

展览部徐瑾《从崇庆皇太后〈万寿图〉看清代走马技艺》指出清宫走马技艺是重要的展示活动，清统治

者一方面将其视为军事训练的组成部分，由正规的皇家禁军进行展示，皇帝定期到南海子观看走马，检阅八

旗官兵的军事技能。另一方面也将走马技艺视为皇家宴会中的重要表演项目，木兰秋狝赐宴之时，在外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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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首领面前展示满洲官兵高超的走马技艺。满族统治者对走马的关注并不因晚清时期国力衰微而有所减

弱，仍在颐和园欣赏走马表演。走马技艺在清宫中的流行源于满族的民族特性，康雍乾三朝对于骑射的重视

注定了马术表演的盛行，万寿图中的马术、郎世宁的马术图成为宣扬国泰民安的锦上添花之举，而晚清国力

衰微之时，仍有 120项走马表演则昭示了走马技艺已是威武不足而技艺有余，成为朝政和军备废弛的一种表现。

多位专家指出清代宫廷画作对宣扬盛世、稳定民心的重要作用。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田园《〈石渠

宝笈〉中的十骏图》指出郎世宁所绘的骏马图像结合书法家的题注，使得图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翔实记录

历史瞬间的作用，图文结合服务于展现 “康乾盛世” 的所谓盛世图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朱赛虹《纪实性版

画为何仅在清宫得到阶段性发展？》认为从长卷到版画的演变是统治者出于实用性的考虑，长卷形制较大，

观赏不便，而版画形制较小，可以大量复制、颁发或者售卖到各地，推广到各个阶层。在版画选题和印刷技

术上，清代统治者更善于利用不同的印刷技术来表现多种题材。

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赵琰哲《茹古涵今—乾隆朝画院仿古绘画活动与仿古观念》指出乾隆帝个人的艺

术喜好使宫廷的西洋画师主动结合中国传统绘画技艺，另外也展现出清统治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认同

感。南京博物馆张蔚星《〈康熙南巡图〉绘制成员及其相关问题》考证了南巡图的作者和画风，发现康熙时

期除了虞山画派传人外，还有一些的民间画师被征召入宫，与宫廷画师合作绘制《南巡图》。《南巡图》对山

川地貌的描绘也展现了虞山画派拥有很强的写实功力，并非像通常认为的只能临古而不能写实。对比乾隆朝

《南巡图》的相关内容，可以推断康熙南巡与乾隆南巡目的有所不同，康熙时期政局尚有动荡，皇帝南巡以

及征召民间画师入宫绘画带有抚慰南方士人和民众的意味，至乾隆时期，统治已经稳固，不再需要通过征召

民间画家入宫以示怀柔。

故宫博物院任方平认为要厘清形象史学和宫廷史这两个概念。宫廷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史，它与政治

史、文化史都有交叉。还要区分形象史学和史学形象的不同，明确形象史学与图像史学之间的关系。故宫研

究人员在做国家清史图录时，已经对图像史学的功能进行了定位，即以图证史、以图明史和以图补史。在以

图证史过程中，有时会发现实物图像与文献记载不一样，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文献记载的有限性。以图明史，

具体的图像可以把历史记载中比较模糊、混沌的内容清晰呈现，或让某一个细节更加清楚。以图补史，通过

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图像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三个功用之中，以图证史最为广泛，也相对容易，而

以图明史、以图补史需要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查梳，实际操作更难一些。另外，还要注意到因时代不同而产生

的差异，避免出现明显的理解偏差。在图像和文字材料使用方面，借鉴艺术史的方法，将图像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文字材料解读图像细节，不要单纯以图像作为文字的辅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春伶认为当下多学科研究的一个趋势是使用图像，强调可视化，应该建立历史遗

迹与研究者之间的对话。文字构建的形象、建筑形成的空间都是形象史学的重要内容，研究者不应仅仅局限

于图像。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李海蓉指出照相术发明之后，海外保留了很多晚清时期中国人的资料，通过照片

的放大，可以看到从前不曾发现的细节，照片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史料。还可以借鉴现代科技，将二维材料

变成三维立体形式，对残存的陶瓷碎片进行想象复原，利用文字、实物、数码技术去想象曾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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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书画以外，故宫还珍藏大量的编钟、砚台、刻丝等宫廷特色鲜明的器物，与会者将故宫藏品置于历史

大背景之中，探寻器物与宫廷人物、文化传承之间的关联。故宫研究院郑欣淼指出故宫所藏文物是宝贵的形

和象，器物形象有助于了解文化的发展历程。应当把形象史学作为一个史学题材，运用其独特的理念、方法

使常规的形象研究产生一些突破。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学术单位之间的合作，如故宫博物院与中国

社会科学院的合作，已在明史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这项事业的推进要依靠社会的力量。明清史特

别是明清宫廷史是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院刊的许多研究成果紧紧围绕明清宫廷。故宫藏品不仅

有制作精美、工艺上乘的精品，也有很多日常生活用品和涉及礼仪制度的器物，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文物。

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精品，对日常生活用品关注不够，但现在的研究者开始对生活用品重点着力，进入了新

文化史研究的范畴。以瓷器为例，之前聚焦精美的瓷器，但是有好多的瓷器可能不一定特别精美，但是它在

中国瓷器史、中国宫廷史上可以占很重要的地位，如台北 “故宫博物院” 珍藏的泰国进贡的瓷器，反映的就

不仅仅是瓷器史，还可以放在中外交流史的框架中来理解。

曾经不太被重视的文物，而今开始受到关注，感受到它们特殊的价值。回顾故宫博物院在宫廷史研究方

面的成果，总体而言，明宫史相较清宫史要薄弱一些，但经过十多年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推动了

明宫史的发展，特别是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已经出版了两批十几册，还要继续不断地研究、出版。故宫与

海内外学术团队、研究人员的广泛交流，使得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课题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充，故宫在宫

廷史研究方面的学术集成的深度、厚度和广度直接展现着故宫的学术气象，因此，引入形象史学对推进宫廷

史研究非常必要。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孙召华《清宫编钟制作与使用考辨》指出从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八年，形成了清朝大

规模改造和新造乐器的高峰，金编钟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至乾隆朝又掀起了编钟铸造的高峰，乾隆皇帝热衷

于复古改制，希望建立完善的国家礼乐体系，为此在圆明园、盛京、热河、西苑紫光阁分别添置了能够演奏

中和韶乐的编钟，同时为凸显皇帝尊贵身份、尊崇圣贤、完备祭祖仪式，又在潜邸重华宫、天神地祇坛、热

河文庙等处添置编钟玉罄，为此消耗了大量的金银铜料。当晚清国力衰微之时，咸丰皇帝将部分金钟熔化，

做成钱币来发放军饷。另外，就编钟形制而言，文献记载和实物有一些不相符之处，图册只描绘大概规制，

但实际使用的器物更加复杂。尽管现存编钟十不存一，但仍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凭证。

故宫博物院赵丽红《清乾隆时期仿古砚制作初探》通过对比宫中所藏大量乾隆时期的仿古砚台，指出乾

隆皇帝参与设计砚台的仿古制作，按照吴淞本砚谱的记载进行画样、仿制、做旧，还专门仿照苏轼砚、宋代

砚、汉代砚，尽管仿古大多是照样仿制，创新较少，但由于皇帝亲自参与其中，使得清宫仿古砚恢复了一些

原本已经失传的仿古砚形式，这些举动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继承。皇帝在砚台上御笔题诗、钦定砚

名，还将考证时产生的质疑一并刻上，作为砚铭，这类砚铭既丰富了砚文化的内涵，又增加了装饰效果。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熊瑛《重议宋款刻丝〈万寿图〉的年代与用途—以图像为中心的探讨》认为台北 “故

宫博物院” 所藏所谓宋款刻丝《万寿图》从图案展示、织绣风格、工艺等方面与宋代刻丝相比，差别甚大，

却与明代定陵出土的实用织绣极为相似。图上款识亦有时间上的讹误，且官名书写违反宋代规定，推测为后

人所加。有可能是明代人以新冒旧索取高价，这种行为与当时人们急切想要获得宋代刻丝的愿望相吻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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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讹误至今的原因，多是后人对于朱启钤《石渠宝笈》所载内容的信任，但朱启钤收藏的刻丝中欣赏品多于

实用品，加之作《石渠宝笈》之时，明定陵尚未被发掘，作者难以见到年代非常确定的出土实用品，使判定

出现了偏差。从用途上看，所谓宋款刻丝《万寿图》并非是贺寿专用，而是一件宫廷套服上的背补，推测应

该还有一件胸补。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尚刚指出旗装、图书、绘画、工艺品都是在编纂清史图录时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形

象可以对史书记载不明确或虚载的内容进行丰富和补正。不能把形象史学简单地变成物质文化史、艺术史，

要关注图像、形象对于历史的三个功用，历史学者应利用对艺术史的熟悉、对整个背景的把握，用物质文化

资料、艺术史资料来研究历史，开拓新的天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卜宪群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历程来看，先有形象后有文献，通过文字解读历

史是传统史学方法，但对于形象的解读则相对弱化，王国维 “二重证据法” 提到的出土文物不全是文献，也

有器物和形象。今天我们对于历史的解读有所创新，是因为人们对历史的需求比前人更加全面，更加多层次，

所以形象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开始得到了重视。解读商周历史，某些器物的意义不低于甲骨文。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朱浒强调了档案的重要性，对比了明清史研究与其他断代史研究在材料和方法上的

重大差异。明清以前的材料较少，研究者对每一条材料都要有深入的思考、分析、论辩，最终达成一些共识。

而明清史材料非常多，搜集、整理和解读工作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尽管在思考的深度上可能相对少一些，但

是所面对的研究领域及对象大大扩充了，这与国际学术界扩展研究对象的大趋势相吻合。器物、图像包括文

本都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在历史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开发和应

用。宫廷史不再仅仅拘泥于宫廷政治、宫廷斗争，可以运用形象史学的概念，转换视角，将从前认为的比较

零碎的东西比如单个的器物、画作、事件、人物，与更大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众多新成果的汇聚，必然会

呈现出新的历史图景。

故宫学刊编辑部赵中男指出国外的宫廷史发达，其宫廷史研究也很发达，但是，中国的宫廷史尽管很发

达，但是宫廷史研究极不发达，亟需借鉴国外宫廷史研究的方法、理论、成果。对于历史碎片的研究来说，

如果不把它放在整体的范围内，不涉及大的议题，不涉及大的趋势和体系，那么碎片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以

一个宫廷瓷杯为例，若仅仅将瓷器质量、结构、花纹等讲述得细致，意义也是有限的，但如果置于时代大背

景中，联系当时社会的风尚、宫廷的风气，花纹图样在宫廷及宗教上有何种程度的反映，这便进入了另一个

境界。另外，就形象史学而言，形象史学理论本身需要提高，它不像社会学、政治学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

仍需继续探索。

辽宁师范大学赵毅认为在中国的明清史学术界，故宫博物院已经在崛起、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

量。在形象史学研究领域，故宫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明清宫廷的藏品大部分在这里，故宫博物院也从过去

单纯地保护文物变成保护研究相结合，利用藏品开展学术研究，有助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当下明清史学界

及民间出现了众多研究会，如朱元璋、刘伯温、王阳明、戚继光、李自成研究会，多数情况下几年开一次会，

无法做到像故宫博物院这样，针对明清宫廷史一年开两次会议，高频度地学术交流。在态度上切忌心浮气躁，

学术研究重在坚持，几年、十几年的坚持就会有建树，就会有成就。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已经出版了两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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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有更多的成果陆续出版，为学界提供学术营养，推动明清宫廷史研究进一步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中玉回顾了形象史学的发展历程。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基于文化史学科建设和学术创新的考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 “形象史学” 这一概念。所谓形象史学，

是把形与象作为史料，用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具体来说，是指以传世的岩画、造像、铭刻、器具、建筑、

书画、服饰、文书、典籍等历史实物、文本图像及文化史迹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传统文献整体考察历史的

史学研究模式。它不同于艺术史研究中侧重于符号学或阐释学的形象分析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图像著录，

而是对形象的生产领域、传播途径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分析，并与传统文献联结起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

借以探讨中国文化史演进中的基本脉络。

当前人类已进入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时代，各种图像视像系统已构建起一个超

越地域、文化、种族的视觉景观社会。在这一情境下，要克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提升史学研究的品质和人

类认识历史的层次，发挥历史促进学术研究进步和增长文化力的功能与作用，必须要改变传统的构造历史的

观念和态度，重视历史全面性与发展性的特点，以平等的姿态和视野来重新审视历史生活的诸层面。要确立

一种全面与发展的整体史观，重视视觉性的研究模式，拓展史学研究的 “形象化” 路径，或不失为一种有益

的尝试。 就形象史学与明清宫廷史的关系而言，应将明清时期的有形材料与文本材料等同看待。

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凯指出前些年有些研究者提出要研究历史的碎片，一份档案、一个碑刻、一个器物，

或者一幅画都是历史的碎片，这些构成了宫廷史研究中的史料，过去不被重视的一些史料而今得到了充分关

注，这些碎片可以填补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缺。不仅要填补空缺，还要分析这些形象在历史发展中为研究者

提供了哪些独到见解，不应就碎片来讨论碎片，而是要就碎片来说明整个构图中碎片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

用。就宫廷史研究而言，图和形、形和象提供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研究范围。要看到东西方宫廷之间的差异，

合理借鉴西方宫廷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开展东西方宫廷史的比较研究，拓宽明清宫廷史研究的思路。

西方的宫廷如欧洲宫廷，它是开放性的，从国外学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皇室或者王室成员与社会贤达、

名流甚至娱乐界的一些优秀人才关系非常密切，这与中国明清时期甚至更远一些的古代宫廷截然不同，中国

宫廷带有很强的封闭性。在参考借鉴西方宫廷史研究理论的同时，要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性，从更高的层次来

看待明清宫廷，还原其本来面貌。当下的明清宫廷史已经突破了以往宫廷政治史研究的框架，向着多元化方

向发展。20世纪 80年代出版的《中国宫廷文化大辞典》虽然名为宫廷文化，但主要讲制度、讲事件、讲人物，

丰富的宫廷生活反映的比较少。现在的宫廷史研究力图如实反映宫廷生活，研究宫廷的历史和现状，恢复它

的本来面貌。

三 建筑与明清宫廷文化

与宫廷有关的各类建筑既是皇权的展现，也是各类文化交融的重要场所。中央美术学院遗产系陈捷《汉

藏交融化净土—智化寺神圣空间的意义塑造》指出智化寺融合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内容，通过建筑、造

像、绘画、法器共同构建了一个佛国的净土。智化寺由明正统时期著名的太监王振捐资兴建，获得御赐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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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宫廷关系密切，在皇权影响下，寺院的藻井和天花借鉴了宫殿的布局，而与传统佛教艺术有很大差别。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王欢《基于清代匠作则例的宫苑建筑装修样式研究》指出《匠作则例》大部分都是文字，

在研究清代宫苑建筑时需要将文字涵盖的图像解读出来。通过对则例的考察，清代装修类型得以呈现。装修

需要多工匠协作，如木作、雕作、悬作、镶嵌作、油作、漆作、画作、裱作、铜作，这些内容与要求皆散布

在各种匠作则例中。对比故宫现存建筑装修及书籍所载各种样式，可以看到工匠并非如往昔认为的比图而做，

他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以完成艺术与技术的有力结合。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金路《祝嘏太后万寿，护佑国祚万年—寺庙同庆寿之五塔寺》认为乾隆帝两次利

用五塔寺为母亲庆祝生辰的原因有二：一是寺院的地理优势，它在从西郊各园回宫的必经之路上；二是乾隆

帝和崇庆皇太后都信仰藏传佛教，在城外长河的沿岸，五塔寺是唯一一座大型的藏传佛教寺庙。乾隆帝在第

二次为母庆寿时更换了记录和装裱图画的方式，不再重复使用长卷，特别突出了几个庆寿地点。通过对比五

塔寺在乾隆十六年和二十六年两次大寿时期的瓦檐规制以及大额修缮支出，认为乾隆帝在为母祈福的同时，

也盼望神灵护佑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卜宪群认为宫廷研究中应该首先有一个地理概念，东汉的外戚与宦官问题与

他们在宫城中的位置有很大关系，秦汉及秦汉以前的宫廷，不同人所处之区域、位置有特定的政治含义。中

国古代的许多宫廷已经通过考古发掘而逐渐呈现，从先秦、秦汉至隋唐，再到明清，大量宫廷遗址提供了丰

富的研究资源，也使得宫廷史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新增长点。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何孝荣指出首先要界定宫廷史的含义，是以帝后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在宫中的历史，它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各个方面，又与上述的各个内容有所别，它突出的是 “宫廷” 二字，

紫微禁地，包括了帝后的衣食住行、卤簿、护卫等诸方面，界定不能过于广泛，如果太广泛，就与明代政治

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清代文化史等不相区分了。明清之间的一大差别就是明代皇帝多是驻留京城，

清朝皇帝多是园居理政，满人的民族特性使得皇帝强调清语骑射，在承德建立避暑山庄，数万人举行木兰秋

狝，以狩猎的方式进行军事训练，在动态的军事训练中守住大清王朝。内务府是清代的一大特色，宫中档没

有记载的有关三山五园、避暑山庄的事情都由内务府记录，清宫史不仅仅是宫史，它是宫苑结合的历史。

清朝统治者在园治园，在园治国，在园交通天下。清朝统治者对园子的修建格外关注，新修建筑模型要

上报皇帝批准，慈禧太后甚至亲自设计匾额，突显了园子在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意义。园子有一套严格的典

章制度，包括大臣的值班留守、警备护卫、传膳制度。与紫禁城不同，宫城理政场所相对固定，而圆明园中

皇帝饮食起居的地方有十几处，传膳制度也非常灵活，其服务人员如太监的配置也是他处所无。因此，研究

清代的宫廷史、清代的园林史，不是仅仅着眼于园林建筑，还要关注园林里的人，展现园林里的制度和园林

里帝后的具体生活。

南开大学博物馆刘毅认为就宫廷史来讲，明清两代的差异应给予充分的注意，特别是园居理政，清朝的

园居理政对政治的影响绝不仅仅是理政场所的变化，它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圆明园周边的很多赐园都是皇帝

赏赐给诸位皇子的，涉及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等。另外，对于美国新清史将清朝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去的倾向，

可以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角度进行驳斥，满族皇帝对于中国文化是认同的，而前面的辽、金也一样，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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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真人都在后来融入汉族了。尽管朱元璋宣称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但是他恢复的许多制度都有胡人元

素，就明代制度来讲，继承宋的并不多，反倒是北方的辽金元制度影响颇大。从陵墓、丧葬的角度可以反映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

故宫学刊编辑部赵中男在回顾了明清宫廷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后，指出宫廷的核心是皇帝，不是固定的建

筑，政治上的宫廷是随着皇帝的移动而移动的，而且，地方上也可以对宫廷斗争做出回应，从而扩展宫廷史

研究的范围。

四 墓葬与宫廷文化

明清时期的墓葬保留了大量的信息，通过对墓葬雕饰、墓志、出土文物的解读，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的工

艺水平、审美趋势和礼仪制度。故宫学刊编辑部赵中男《浅析田义墓藏石刻的价值与意义》通过介绍明代太

监田义坟墓上精美的雕刻展现了明万历时期的艺术风格，如蚂蚱、蟋蟀、螳螂、花草都雕刻得非常写实，墓

前武士雕像也严格按照服饰规定来雕刻。对比明中叶宫廷庙宇及民间寺院的雕饰类型，指出以田义墓藏石刻

为代表的精雕细琢延续了明中叶以来工艺的发展趋势，而明代宫廷作为能工巧匠的汇集之地，其工艺的发展

也影响了官民人等在墓葬方面如坟墓雕饰的具体表现形式。

十三陵特区管委会刘少华《佛与日常生活：明定陵出土生活用品中的佛教元素》以陪葬品中的生活用品

为研究对象，指出佛教元素大量出现在帝后的日常用品中，说明万历时期宫廷的佛教信仰已经渗透到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佛教元素或独自或与其他元素结合形成各种祥瑞图案，表达了吉祥和福寿的含义。特别

指出富含佛教元素的装饰是在不违背礼制的情况下才得以使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尊卑关系。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周莎《北京地区明代公主墓志初步研究》指出，北京地区明代公主墓志从形制和材料

上看，墓志一般都是正方形，材质分为汉白玉、青石两种。从内容上看，公主的封号多取自古代典籍和山名，

吉祥寓意的名称居多。多份墓志记载了史书缺载的公主名讳及北京地区山名旧称，成为研究明代皇室成员及

北京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个别墓志中对公主葬礼参与人员的记载也可与正史记载一一印证，成为文献

文物互证的重要依据。公主墓志内容的一大特点就是日趋程式化，有些公主的墓志就是改了名字而内容基本

上一样。

山东博物馆蒋群、韩国檀国大学崔然宇、崔圭顺《鲁荒王墓出土袍类衣服的定名及着装顺序》以中国、

朝鲜史料中对服饰的记载为基础，参考朝鲜王朝国王百官服装等实物，指出鲁荒王墓中的多件袍服应该使用

“衮龙袍” “贴里” “搭护” 等专有名词重新命名，其穿着顺序从外到里依次为衮龙袍、搭护、贴里，或搭护、贴里，

或单独穿贴里，三种穿着方法，其帽子、腰带、鞋子都有一定规制的搭配以符合礼法。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鲁

荒王墓服饰，还要对衣服的具体款式等进行深入研究，希望能把握明代亲王服饰制度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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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将形象史学与明清宫廷史研究相结合是本次会议在方法创新及领域拓展方面的一次重要尝试，会议主办

方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机构参与宫廷史研究，定期召开以形象史学和明清宫廷史为主

题的学术会议，加强多学科交流以及理论运用，积极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研究内容的扩展和理论建构的

完善。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








